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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空间的文学意象重构 

——评王华边地叙事的抒写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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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仡佬族小说家王华的边地叙事开拓了文学中的乡村意象。她把道德失范引入假想性和象征化的

纯文学写作中，并后设了一个异质的乡村空间。这个失范的空间隐藏着令人心忧的破坏力，给乡村的主体精神造成

了致命的伤害。王华把对现实问题的探讨扩展到乡村文化的思辨上。其中的理论构想、思考洞见和艺术形式，对于

探索传统和道德、性别和欲望、正义和文明的关系提供了实验性的材料。由此，我们得以在人和社会的关联中进行

反思，在反观城乡变迁的具体情境中突破现实问题，致力于创建积极的人类精神和实践品格。这是王华边地叙事的

抒写旨趣，也是她作为一个乡土写作者的理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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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仡佬族小说家王华，以书写少数民族边地乡村的时代隐痛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她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代表，大致可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雪豆》《家园》《傩赐》被称为“家园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可以看作是王华对现代文明演进的考察，

聚焦于自然环境和道德精神两个要素，揭示乡村无序的社会景象和人类精神的危机。第二阶段的《花河》《花村》《花城》被称为

“花河三部曲”，这三部小说从女性、地方和社会的角度展现少数民族边地乡村社会的变迁史，提供了一个从女性处境认识乡村

社会的历史视角。 

一直以来，与王华作品相关的研究显得过于冷清。研究成果数量稀少，集中于文本个案批评领域，缺少整体性、宏观性的诠

释。本文以空间—伦理为考察对象，对王华小说进行宏观性的阐释，力图探讨王华边地叙事中的空间意识，注重分析文学社会主

题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分析叙事背后的理性和责任——作家对于社会的独特影响，揭示王华乡土写作的智力品质——超越

狭隘文化视野，推动边地乡村写作的意识和方法。 

一、家园重建：空间、传统和道德 

空间是王华写作中的关键。在家园系列中，王华实际上利用空间建立了一种叙事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王华将人类的生存问

题与村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每一个村落中建立一种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认识。由此，这些故事组成了一张危机中的边地乡村

图谱，而同时又形成有关伦理价值意象的象征体系。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与历

史、时间、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复杂性的关系，空间是在思想和行动过程中被建构出的，空间是生成的。因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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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地理和几何意义上的那种中性的了。它可以是被建立起来的乐土，也可以是被破坏的废墟。空间具有自身的伦理性。[1]这

种空间的建构性认识在王华的小说中比较醒目。常年无雪、漫天灰尘的桥溪庄诡秘丑陋，自由恬静的安沙庄喜悦快乐，大雾弥漫

的傩赐庄美丽忧伤。每一个空间的划分都标定了对价值和情感的组织与探讨。这不但可以区分不同空间中的不同问题，还可以在

集中的分析中获得对空间和地方性问题的认识。 

在《雪豆》中，王华讲述了桥溪庄附近的水泥厂对于自然环境破坏的严重危害，其中性迷狂成为揭示社会秩序混乱最艺术性

的表达。如果说从修建佛像到砸毁佛像表明民间信仰在时间中的外部变化，那么乱伦事件则是对家庭和社会内部关系最直接、最

快速的破坏方式，表明社会文明在空间中的根本性毁灭。自然的污染、社会的混乱、人性的泯灭，所有事态的发展引发了一个后

果——男人死精和女人气胎。桥溪庄失去了最后一点大地的面貌，这是一个再也接通不了历史、社会、道德的，不可被认知的不

毛之地。王华将讲述拉入人类的凶险和丑恶之中，即从对自然的关注转向对人类精神的关照，从而把桥溪庄的个体生存经验与对

现存问题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性迷狂是《雪豆》中最触目惊心的表达。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个相当尖锐的艺术形式将乡村现

实问题聚焦起来，并通过人类社会一个颠倒耻辱的印记呈现人类对于自己的捣毁过程。 

在《家园》中，王华把处在同一时间中的安沙庄和冰河市两个空间并置，呈现人类家园情感的变迁。曾经的安沙庄山水大美、

牛羊成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兴修发电站，村里人被迫迁徙到冰河市。短短的迁徙之途，却彻底改变了安沙人的生活形态。

一瞬间，他们失去了土地、亲人和传统，他们遭遇前所未有的饥饿、灾害和欺骗，他们也学着欺骗、偷盗和陷害。如今安沙庄的

旧址上毅然矗立着发电站，它为万家点燃灯火、照亮黑夜，也给人送去温暖，它向现代迈进，却让人类自明的信条变得模糊不清。

故事的结尾处，为了阻止安沙庄列入市政开发计划，那个名叫依那的男人伪造出曹操墓的遗址，安沙庄成了历史文化名村。王华

提供了一个询问问题的视角：如果安沙庄真的能保留下来的话，曹操墓的遗址是否就成为一个严峻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可以

成为一种对抗现实的力量，那么首先它是如何从一种被操控和利用的现实中挣脱出来的呢？ 

在《傩赐》中，我们看到傩赐想要变美好的困难。在这里，乡村是一个女性的形象，而文化和文明则是一个男性的形象。借

助这组意象，王华讲述了边地乡村是如何从苦苦挣扎与苦难的爱情中，产生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再认识。在一个封闭的边地村落

中，在善良的秋秋身上，蓝桐看到了整个傩赐的罪恶。在对秋秋出于同情和正义的几次施救中，蓝桐终于发现了他自身的勇气和

力量——这是故事内部最活跃的人性力量。雷蒙·威廉斯曾说：“‘乡土’小说最大的弱点在于，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射，它们

排斥了除自己地域之外的一切，不仅排斥了其他地方，而且也把在其内部十分活跃的深层的社会和人性力量排除在外。”[2]对照

来看，乡土之作《傩赐》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王华以秋秋和蓝桐之间的爱情作为重构傩赐的基础，同时她又把爱情升华为勇气，

是一种令人想到民俗中“桐花姑姑”对于乡村包容和接纳的那种力量。傩赐庄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他们的历史和传统，关切

的问题是如何弥合封闭和开放、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裂隙，形成对于家园的眷恋和热爱。尽管重构家园的希望是微茫的，但王华仍

然相信人类本性中的美德终将成为自我救赎的力量。“这一美德不可混淆于任何形式的保守主义古癖……相反，事实毋宁是，对

传统的充分领会是在对未来可能性的把握中显示自身的，并且正是过去使这些未来可能性有益于现在。各种活着的传统，恰恰因

为它们继续着一个尚未完成的叙事，所以就面对一个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未决而可决的特征（就它有这种特征而言）恰恰又源于

过去。”[3]《傩赐》标志着王华对家园重建的考察方式，人类和乡村的真正关系，始终表现为如何看待自身的传统和美德。 

总的来看，王华继承了贵州乡土文学奠基人蹇先艾的叙事传统。确切地说，其一，将反映边地乡民的故事建立在一个隐蔽的

荒凉之所，强化了“老远的贵州”原始神秘的自然环境。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水葬》《盐灾》《乡间的回忆》等作品和王华

的家园系列之间存在一种相似性，那些关于边地乡村自然环境的大量描述，非但没有扩展边地时空，反而形成收缩的效应将故事

空间压缩，使隐含的、消极的意义具体化，形成压抑的叙事氛围。其二，将书写的焦点集中放大在土风陋习上，指出贵州的“山

地文化”中存在很多愚昧落后的思想传统，在批判中寻求理性的空间区划，从而瓦解过去伦理的参照系，促进新的社会空间的形

成。蹇先艾的《水葬》《旧侣》《婚前（残稿）》等作品在一个基准的水平上开始了忧伤的批判和对人性的礼赞。其代表作品《水

葬》，于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其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中引发了关于伦理道德的思考，而王华的书写以一种具体的形式赋予贵州

乡土文学历史演进的探索。这一特征在《傩赐》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和继承性。其三，探究村落内外文明冲突的问题。这

种探讨除了具有人文地理学的意义，还充满对空间和道德关系的深刻辨析。它使道德问题从一种广泛的探讨，变成了有关空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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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问题的深刻认识。 

二、身体之争：空间、女性与欲望 

长篇小说《花河》《花村》《花城》被称为“花河三部曲”，可以看作是王华以女性身体经验为中心写就的边地乡村史。三部

小说的开篇都直接表现出空间与女性的关系，巧妙地将三处空间性别化，还牵涉出三个空间同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关系。一提到

女性的姓名和命运时，让人联想到的往往是她们的生活空间，而不是形成她们命运的时间或历史。然而，王华将三个空间有效地

连接起来形成线性的时间序列，将女性的故事置于时空之流，于是故事不但有了历史源头，而且还有流经岁月的变化，更有女

性、乡村和城市关系的种种交织。总之，它随女人的故事延伸而来，在起承转合中让人们看到乡村的复杂与多变。 

《花河》在大的历史视角下，呈现近半个世纪加诸白芍和红杏两姐妹身体上的政治暴力。通过对两位女性身体的审视，王华

将其中的差异表现出来：一个是白芍随政治变迁越发混乱、混杂的女性身体，一个是红杏超越肉体、欲望和政治之上的女性身

体。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形式上的，她们触及王华对于政治与女性身体的看法。首先是女性欲望。13 岁的白芍在取宠地主王土

的时候就意识到身体是女性的中心价值。她不但把王土的腐败荒淫推向极端，还巧妙地博得他人的同情，她用勤快遮掩内心的贪

婪，最终成为王土家产的掌管者。相比较而言，红杏对于身体的态度代替了身体的呈现。她从不臣服于任何人的主宰，面对利用、

侵犯和暴力，她顽强地抵抗，但内心不曾累积仇恨和怨怒。 

其次是政治运动赋予她们之间另外的差异。身体的媚术赋予白芍借助男人/权力翻身，然而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不断产生异

质的现实。于是白芍在选择身份和利用身体上显出惶恐，而其身体经年累月的伤痕也暴露出媚术的脆弱和羞耻。迫害妹妹红杏让

白芍感到异常恐惧，但她还是选择站在当权者的一方，充当政治的急先锋。白芍的实质就是保存自我。她的欲望盖过了一切，这

也注定了其身体的困厄和苦行与精神的胆怯和狡黠。在动荡的政治年代，人的身份里包含着太多的投机和伪装，而道德的机制也

发生改变。同时，媚术所固有的狭隘很容易引发各种冲突，其中仇恨、自私和怨怒是政治无意识，但在客观上却强化了政治的绝

对视域。就此，身体很容易被政治吞噬，很容易让大行其是的媚术危机重重。而与白芍截然不同的是红杏，她可以将个人的生命

意志与政治、权力割裂开，将个人主体性的实现置于世界的边缘，于是被容忍的和被谴责的在她心中失去了明确的界限。就在王

土将被枪决的时候，红杏提出与王土合欢。这是王华十分大胆的一笔，也是一个跨越生死的提议，这使它看上去既荒诞又圣洁。

红杏对于身体的理解，在她与女儿之间也产生了特别的关系。这一次红杏将身体转换成性爱的宣讲，而女儿栀子正借助引导从人

生的至暗处走出来。红杏把身体的力量置于伦理道德之上，她借助身体的行动因此得到了新的意义。身体不应该成为囚禁生命的

世俗之地，人也不可能在摒弃肉体的同时获得精神的价值。对于王华来说，描写女性身体在历史和政治中的状态，主要是为了描

写两种人生观的交锋，她就是要在这场交锋中表现女性的两种历史。即便她们的人生无法在一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归纳，但她们

却共同构筑了《花河》历史的维度。 

《花村》可以看作是王华最激进的作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王华的乡村叙事显然是一场道德论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催生出大规模的“打工潮”，年轻的壮劳力出走乡村，一时间“空心村”成了很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夫妻长期分居，双方都忍

受着孤独和情感的煎熬。久而久之，出现了两种特殊的家庭关系：一个是乡村内部的家庭乱伦，一个是城市里的露水夫妻。正是

在乡村传统家庭结构瓦解的层面上，王华描写了留守妇女独守乡村的艰辛。她们整日来往于田地和作坊之间，还要独立肩负起教

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全部责任，但是她们私密性的情感一直得不到及时的安慰和关照。在负担和肩负中，身体上的道德约束越来

越多，而她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失去的也越来越多。我们惊恐于年轻媳妇和男性长辈，甚至是村里疯子、傻子之间情欲宣泄的混沌

场面。在封闭虚弱的花村里，男女老少堂而皇之地挑逗、遮遮掩掩地偷欢、鬼鬼祟祟地偷听，他们干尽了丢人现眼的事，但是他

们转而把这称为“渡人”，渡人于苦难、渡人于欲海。所有这些都颠覆了乡村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直接导致乡村的衰败和毁

灭。 

王华围绕花村中女性身体的困厄，勾画出城乡之间道德变迁的历史。这部历史的发展是否理所当然地要以牺牲乡村为代价？

还是乡村本就处于自然的衰退中？乡村究竟是负罪者还是负债者？城市在把自己引向文明的时候，是否珍惜过乡村的忍让和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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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还是说，城市在把自己引向更高价值追求的时候，应该把文明和向善带入发展的同步进程中，关注乡村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的

需要和被需要？被城市抛弃的女孩木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返回花村，与村里的傻子组成了家庭。这是王华根本而直接的提问：乡

村退缩式的重建意味着乡村会重振旗鼓吗？还是就此已经宣告乡村会彻底消失？年轻的媳妇们集体地向城市奔赴而去，乡村还

剩下什么？还能保留什么？正是由于急速的发展变革，传统、民俗、观念、情感、责任、义务，等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它们在其中被重新看待、对待和估价，与此同时也形成新的需要、渴求和希望。对于传统的违反和新生活的追求形成了亟待解决

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个过程是非常迅速的，而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还没有及时跟进。但事实毋宁是，乡村的隐痛就是整个社

会的隐痛，可以预料到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招致牺牲乡村的报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华把受情感煎熬的女性身体推到

台前，在读者的阅读中引起强烈不适感，促成某些艺术效果，形成对于小说问题指向的意义功能。《花村》是王华笔下最脆弱的

一幅乡村景观图，从中传达出深深的失落感。王华还是无奈地把花村交给了弱者。这样的处理成了《花村》所要表达的重点，花

村就是城市留给乡村挥之不去的伤痛。眼下的花村只是遥对城市的一个乡村意象、一个衰败不堪的故里。 

《花城》显然是《花河》和《花村》的续篇，《花城》呈现了打工妹的两种身体形态：一种是受工业化损害的劳动者的女性

身体，一种是介于宽容与压制之间的女性身体。对金钱草的书写，王华呈现了女工被劳累、长久劳作、恶劣的工作环境拖垮了的

女性身体。她们处于封闭的状态，集体生活在工厂里，有严格的作息安排和工作要求。每个女孩自身都被强有力的“女工”之名

概括。她们被抽象为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大规模、批量化、规范而富有经济性。“这种压榨式的经济使城市文明成为可能。它

痛苦地编织出‘城市’与‘农村’的内涵。”[4]但现实并不止于此，因为无法获得暂住证，她们成了治安管理中最受诟病的对象。

任何人都可以抓捕和惩处她们，而她们避免不了被罚款、被拘留，甚至是被强奸。女工们的身体不但是被经济压榨的身体，同时

还成了任人驱赶和侮辱的身体。她们的心灵手巧和劳形苦心，与正在发生的城乡变迁融合在一起。 

王华还书写了冒险做传销、诈骗和卖淫的女性身体。与工厂受机器管控的女性处境不同，这些女性试图直接利用和控制自己

的身体。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概括为冲动、欲望和贪婪，然而谴责是否可以取代工业化的经济压迫，还是可以制止发生在她们身上

的欺辱？她们之所以在城市沦落，就是因为她们游离于社会管理的视野范畴，得不到及时的帮助和指导。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群

打工妹们未能结成统一的集体，她们分散行事、各有各的主意和盘算，但最终她们又都被局限在相似的、危险的处境中。她们把

花城看作是自己的彼岸世界，然而到头来这个彼岸世界以一场残暴的械斗把自己埋葬。她们身体上已经附着了最沉重之物，精神

上亦如此。如果说城市文明代表着进步的理想，那么她们为何会和正义、道德失散？王华指出了当前社会的“非社会性”的问题

的不良作用——“而人类社会的‘非社会性’（这无非是所有个体成员的集体自我的非社会性）以及与之相随的所有这些个体

对个体性、优越于其他个体自我以及独立性的感情，造成了该社会的伦理问题”。[5] 

王华的“花河三部曲”从女性的精神空间中更进一步地衍生出一个社会历史空间。在这里，各种政治的、制度的、历史的、

权力的力量围绕着女性的身体并打上种种标记，记录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乡土文学中并不缺少此类创作，然而王华的特点却在于

持久地把乡村作为空间来关注，把女性的不同观念看作是一种“可视性”矛盾的社会趋势，从而呈现一个敞开的既圣洁又不圣

洁的女性空间。这是一个由女性的生活、感知和精神形成的空间，它有着自身的文化或文化模式。这是一个绝对的同时也是相对

男性的女性空间、相对中心的边地空间。 

三、边地乡村：空间、正义和文明 

王华对于空间的关注，首先表现为她对于乡村现实问题的揭示，诸如自然环境恶化、传统文化衰落、民风民俗遗失、社会关

系变化等。虽然各个空间都是独立的，但它们却以相互联系的形式表明乡村内部的紧张和纷乱。由此也阐明由于城乡变迁而造成

的城市和乡村明显的差异和对立。在王华的创作中，可以看见的是被破坏的乡村对应崛起的城市。这种“相对”远非空间、经济

和精神上的对立，它致力于表现在一个不断扩展的世界里人心与人心之间具有威胁性的鸿沟。 

王华写作中隐含着对一个失范的人类世界的揭示，即便桥溪庄和花村都在向情欲的煎熬做着最后的抵抗，但是一种威胁性、

无法控制的强力以迅猛之式扑倒了乡村，也捣毁了它的尊严和品格。王华预告了乡村的沦落，并澄明乡村沦落的过程。卢卡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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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作为重要的提示：“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是由生活中形而上的不和谐来规定的，它把这种不和谐作为一种自身内完美的总

体基础来加以肯定和塑造：由此产生的世界的情绪特性、人和事件的氛围都是由威胁着形式的危险所决定的，从这种危险中尚未

产生出完全化解了的不和谐。”
[6]
 

王华的书写扩大了留守妇女内心的压抑程度，制造了一个被女性情欲笼罩的乡村，指明了乡村的疑难问题。王华意识到乡村

与女性关系面临着深刻转折。当年轻男性都进了城，女人便占据乡村主要位置。王华一直在留守妇女身体上叠加各种内容，诸如

寂寞、孤独、疲倦、劳累、情欲，如此等等。女性的身体被欲望和空虚占据了中心，这一表达在无意识中揭示了一直被掩盖的乡

村女性的生存现实。她们不是乡村的主体，一旦社会发生变化或者离开男人，她们便会失去生活的重心，变得惊慌、脆弱、极其

不稳定。王华的意图非常明显，她要探究留守妇女的身体形态，以便在乡村谱系中加添另一种乡村样态——乡村不再从经济形

式、文化模式或地理形态被定义，而是作为情感的需要、精神的支柱、欲望的场所为人们所认知。 

《花村》在城乡变迁描写上的突围，打开了一个由留守女性标定的乡村世界。女性精神的缺失成为乡村沦落的根本原因。肉

体的欲望加深了精神匮乏的程度，然而乱伦更加剧乡村的腐败。这一块土地上再无代际传承的乡土精神，也失去自创未来的民族

精神。王华在创设花村的同时也强调了乡村的社会秩序是以男性为基础。仅靠男耕女织的方式维持乡村的发展已经是不可能的，

当务之急是如何从现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出发重新组建联合体，从而把留守妇女从精神的困厄中解救出来，激发她们的主

体意识和社会意识，让她们找到自己的出路和乡村的出路。王华对于“乱伦”的描写恰好作为一种形式的难题，成为《花村》中

最刺目的艺术表达。但它也确实通过伦理力量和审美力量的合力，把城乡问题引入一种有效的区分。这种区分不只是反映社会变

迁中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打破故有的城乡对峙的观念。未来乡村的建设必然是由更多女性主动积极参与的，它也将在新的价值

和意义上诠释正义和文明。这是花村的历史过程，也是许许多多个花村必经的历史过程。 

托马斯·索维尔曾经指出：“知识分子与其他拥有构想的人相同，都有着某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转、什么事情会引起什么后果

的直接感觉。有这样一种构想，它使得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往往成为其拥趸，它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将其自身区别于当代社会其

他人群中流行的构想，或者也使它自身区别于早期流行于精英或大众之中的构想。”[7]那么包含在王华乡土写作中的社会构想是

什么？她内心深处是怎样一种乡土情怀？她最终要在写作中抉择什么？可以看到的是，乡村和女性之间的关系结构变化，不但

包括王华纯粹深思最内在的东西，更有展开来与这个时代相关的颇具代表性的信条。这种表达始终与她塑造的女性人物紧密相

连，也与王华本人的伦理观形成统一的关系。在她的六部长篇小说中，可以说《花河》和《傩赐》在形式和意图、美学和伦理之

间反映出王华对于乡村决定性东西的把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们一再地显现出处于乡村边缘的女性映像，尽管她们对现有

秩序进行最彻底的反抗，但是她们仍然把存在和生命的尊严归属给了乡村。 

在《花河》中，王华创造了超越权利、政治和伦理之上的女性人物红杏。人们不能忘记，性爱在她自身行动中的那些大胆场

景。王土作为专政对象被执行枪决时，她提出要与王土再合欢一次。在生活受到禁令限制的政治时期，花河冰冷的河水里汩汩地

流淌着她和一个男人极尽热烈的欢愉。她甚至无所禁忌把性爱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传递给精神萎靡的女儿。对此，有论者指出，这

些性描写显得粗俗且不可信，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且损害了小说应有的严肃和高尚的审美品格。[8]但是，从

另外的角度来看，王华的书写恰恰表明红杏这一人物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典型性，但她的确又是特立独行的。就此而言，红杏

本身也是一个典型。她的性爱行为并不意味个体的屈服或堕落，更多的还是一个反抗者的挺身而出。她所做的一切旨在表明，通

过她的身体让那些衰萎的生命个体可以在激烈的政治岁月中体味到一丝生命的温情和力量，人们便可以不被一个无可挽回的世

界全部吞没。在这个意义上，王华的书写正在澄明一种女性生命的本质，即把女性的生命本能地看作是不被利用、征服的不断演

进的正义之躯。这是从乡村中摄取的女性精神，既可以重新审视过去，亦可以指引未来。 

在《傩赐》中，王华则塑造了一个从厌恶和死亡中挣扎出来的忍辱负重的女性人物秋秋。她从傩赐的受害者转变为行善者，

她对于命运的态度亦如对于傩赐的态度，在反抗现实的过程中培植了对于现实的巨大同情，并据以作为区别善恶的依据。为什么

秋秋会在惊恐和痛苦中激起仁慈的情感？她为何能够谅解那些不义和不道德？她为什么可以放弃与乡村的对抗，而乐意把自己

的幸福抛弃，选择在苦难中建设秩序？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年代里，对《傩赐》的提问不应该单单考虑秋秋的行为动机，而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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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视点去观察整个乡土社会的现实，从而获得更加全面的经验性认识。正像王华指出的那样：“《傩赐》中一个女人嫁三个丈

夫，在现实生活中看似不存在，但纯文学就是要研究这种可能。”[9]王华正是意识到乡土写作应该突破对现实的批判，从思辨的

思路中开掘新的问题意识，从而在全面的思考中分析乡村现实问题。面对今天的乡土写作，《傩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展现了

一个外来者（秋秋）对乡土传统文化的接续。这包含着王华对乡村的尊重和理解，也是其乡土情怀的真切表达。对秋秋的塑造表

明，王华要在经年累月被大雾包裹的傩赐里寻找到太阳。这种对乡村文明的理解，将不再表现为一种批判或反叛，而是作为有关

乡村尊严的理性被接受。乡村并没有丢失正义和文明，正义和文明交织于我们对于历史和传统的理解中，《傩赐》中的秋秋将这

个道理讲述了出来。 

结语 

在对边地乡村的书写中，王华呈现了一个动态的乡土世界，它们连接而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有关乡土中国的地理图示。同时，

她又引入边缘与中心、空间与道德、正义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意义上对乡村展开新的观察和提问，形成了一种从纯文学

视角开拓乡村认识的写作实践。更重要的是，她把一种女性的空间确立为一种表征性空间，于此，“边地”已经作为方法和问题

来讨论。王华把边地乡村女性化时，就已经为写作明确了属性——她用性别强调文明的独断，从而引入边地世界里隐藏的历史和

力量，以异质性确立边地的正统和公共身份。她的创作是艺术化的，也是本土化的。她赢得了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美名，也获

得了一个思想者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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